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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选运动与农民民主意识的形塑
——以苏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侯艳兴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抗日战争后期，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乡选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采用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以

及细致入微的动员手段，塑造公民身份，开展竞选决选，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民主实践和一次生动的民主教育，使根

据地的农民得到了民主启蒙，继而形塑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包括主人意识、平等意识与参与意识。中共的乡选运动，并非

一种选举主义，而是一种行动的民主主义，其为当代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启示，即通过民主实践形塑民主意识，形

成强烈的民主政治心理和普遍的民主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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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Election Movement and Formation of the Peasants'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 of the

Middle Jiangsu Province

HOU Yan-xing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re was a rural

election movement in the middle of Jiangsu province. In this movement, the CPC adopted realistic political

strategies and meticulous mobilization means to shape citizenship and conduct a runoff election, and then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 profound democratic practice and a lively democratic education. The people in the

base areas got the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and therefore shaped their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includ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ownership, equality and participation. The rural election movement is not electoralism,

but a democracy of action. It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the grassroots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

rary China. That is to say, it should be formed the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democratic practice,

and then come into being the strong democratic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the universal democratic cultur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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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乡村建立了广泛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是抗战的后方基地，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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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共的“民主试验田”。苏中抗日根据地于1943年开始的乡选①乃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中民主试

验的一部分。当时的《解放日报》高度评价苏中的乡选是“敌后民主政治的新创作”②。无独有偶，对苏中

抗日根据地颇多訾议的一位中间人士，在谈到乡选时也说其“合理得多”和“民主得多”③。另外，日本兴

亚院④广濑库太郎随日军参谋于1944年考察南通后，认为新四军的长处之一就是“民主制度的实行”，树

立“民主政治的新姿态”⑤。可见，国内民主人士与日军调查人员对中共乡选的民主性持肯定态度。

正是如此，才激起笔者之兴趣想要去探究这场发生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民主运动。近年来，学术界

有关抗日根据地基层选举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华北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有的着力于透析“村选”所

带来的权威主体转换与权力结构变迁；有的着重于阐述“乡选”中所形成的“颇具特色的选举模式”；有的

着眼于概括“乡选”的历史渊源与若干要素⑥。就研究区域而言，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在华中地区具有

典型性，学界对此缺乏深入探讨；就研究视角而论，有关“村选”“乡选”的研究未能对农民民主意识的塑

造与生成进行相关讨论。职是之故，本文以苏中抗日根据地乡选为研究对象，从中共与农民互动之角

度，选择农民民主意识的形塑为切入点，以揭示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所引发的根据地农民现代政治

观念之萌生。本文亦希望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基层民主建设提供启示，即通过民主实践形塑民主

意识，形成强烈的民主政治心理和普遍的民主文化认同。

一、公民身份的塑造

苏中抗日根据地在进行乡选时，以乡为单位，一边宣传乡选之意义，一边进行乡选之准备：确定公民

①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不同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村选”。就行政区而言，苏中抗日根据地以“乡（镇）为人民自

治单位”，而华北抗日根据地以村为行政单位；从选举方式来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是“间接选举”，而华北抗

日根据地的村选是“直接选举”。苏中的“乡选”也不同于陕甘宁边区的“乡选”，后者的选举方式为“直选”。参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第116页；宋日昌：《论实行民主新乡制》，《党风》1943年第4期；《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纂：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史料汇编》下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16-817页。

②《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解放日报》1944年7月13日。

③还俗：《苏中解放区及其他》，《再生》1946年第156、157期。

④ 1938年12月，日本侵华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近卫内阁决定设立“兴亚院”。

“兴亚院”是一个在日本军部特务机关的把持下，制定和实施对中国占领区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的总机关。

“兴亚院”是地道的“灭亚院”，它的存在，验证了战时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本质。参见臧运祜：《“兴亚院”与战时日

本的“东亚新秩序”》，《日本学刊》2006年第2期。

⑤［日］广濑库太郎：《江北农村印象记》，欲仁译，《政治月刊》1944年第7卷第2期。

⑥在目前有关抗日根据地基层选举的代表性研究中，韩振国的《抗战初期“村选”政权结构探析——以晋绥边区首府

兴县几个村庄为例》（《学海》2005年第1期）一文认为1941年晋绥抗日根据地“村选”后，传统权威并没有退出政

治舞台，仍然处于乡村权力网络的中心位置，而岳谦厚、李卫平（《村选与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1941年晋西北

抗日根据地村选考析》（《党的文献》2010年第5期）通过考察1941年晋西北抗日根据村选，得出了与韩振国不一

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尽管许多地方难以摆脱“绅治”特征，但是中贫农开始取代地主富农掌握村政权。王先明的

《晋绥边区乡村民主建设的历史审视——以1945年的“村选”运动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

期）研究了1945年晋绥边区的村选。他在与1941年的村选相比较后认为，这次的村选是以各级劳模英雄和群众

组织领袖为主体的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权。巩瑞波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选运动》（《党史研究与教

学》2011年第4期）认为1941年陕甘宁边区乡选中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开展了扎实到位的宣传动员工

作，采取了灵活有效的选举办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颇具特色的选举模式。程良森的《论华中抗日根据地基层

政权的民主选举——以乡选为中心的考察》（《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研究了华中抗日根

据地乡选的历史渊源、背景、做法、经验、特点和作用。这一研究较为宏观，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具体进程未

能进行深描。

2021.6

-- 124



身份，进行公民登记，确立选民主体。准备阶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法律保障

民主意识的直接体现就是整个社会里公民身份通过法律来保障。具体到公民的有序选举方面，

1943年12月，苏中县长会议正式通过了《苏中区乡镇政府暂行选举法》。该法由苏中行署颁行，具有权

威性，其规定凡年满18周岁之乡选人民无论其为该乡选之土著居民或外来人士，在公民登记前到达该

选举区域，嗣后继续在该乡镇境内居住、营业或工作，经公民登记取得公民资格者，不分男女、种族、民

族、党派、阶级、宗教、信仰、职业、教育程度之差别，一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乡镇人民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叛国投敌甘做敌探汉奸者（反正①或自首人员经3月或一定时间

之考察，政府恢复其公民权，方有公民权）；2.被现政府褫夺公民权，未经期满恢复者；3.现在贩卖或吸食

毒品者，被宣告禁治产者（神经病、白痴病）。该法还规定，在登记过程中，公民上红榜，不满18岁的非公

民上黄榜，年满18岁而被取消公民资格权的上白榜②。 依此法律，公民必须是年满一定年龄，且必须坚

持抗日民主的立场，执行抗日民主政府各种政策法令的人。

（二）公民登记

法令只是规定了公民鉴定的原则，但是实际操作很复杂，还得秉持法律的一般原则并结合具体情形

而定。比如，登记伊始，农民并不是非常积极进行登记，因为他们受了敌伪“登记公民是抽壮丁、公民证

是良民证”③谣言的蛊惑。于是，中共民运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动员，耐心解释，严格区别“公民证”与“良民

证”的不同；此外，农民容易把“公民”和“功名”相混淆，中共地方干部努力寻找两者之间的关系，尝试着

将荣誉与公民身份勾连起来④，着重说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使得农民重视公民证，认为拿到公民证是自

己的无上光荣⑤。

再比如，在公民的登记过程中，苏中四分区为了保障人权、贯彻宽大政策的精神，还增添了绿榜和大

红榜。绿榜主要是把按照规定应上白榜的分选出来，以与其他巨奸大恶有所区别，给以鼓励，但同时又

给以一定的群众压力，以便孤立和打击白榜分子。因此，设置绿榜，可更好地发挥宽大政策的作用，更灵

活地执行争取与打击的策略。大红榜是鼓励与表扬公民中的优秀分子，对开展英雄运动、提高群众的积

极性与政治觉悟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那么，哪些人能上大红榜呢？该分区规定，对革命抗战有显著贡献

的、为群众服务有显著成绩的、执行政策法令起带头作用的以及被选为英雄模范的人可以上大红榜⑥。

当然，在政策执行上，中共地方党组织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上榜者因某种情况可以转榜。地方

党组织认为，白榜分子应该加以管理，绿榜分子应该加强教育。经过半年或3个月的考察，应该进行转

榜手续，在白榜转绿榜或者绿榜转红榜时，手续较为郑重。再者，降榜视条件而定，例如在公民审查或看

榜过程中，被乡民检举出来查而有据者则要降榜⑦。

（三）发公民榜

登记完毕之后，开始发公民榜。发公民榜前后要进行审查公民资格，以保证公民身份没有缺漏与错

误。公民审查采取了轮流审查、发动检举、组织坦白等方式进行。在这种氛围下，封建势力受到的压力

很大，他们纷纷站出来，向抗日民主政府坦白或自新。

①当时的政治术语，意为把敌方的军队或人员争取过来。

②苏中行政公署编：《法令汇编》，苏中行政公署印，1944年，第45-48页。

③《乡选工作初步研究》，苏中第四地委印，1945年，第12页。

④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238.

⑤兴化县委史志办编：《兴化史志资料》第5辑，内部资料，1987年，第8页。

⑥《乡选工作初步研究》，第20页。

⑦《乡选工作初步研究》，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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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资格鉴定结束之后，正式开始发榜。其又具体分为三个环节：贴榜、看榜和讨论。贴榜，即是把

红、白、黄等榜贴在村里最显要位置，或在村中心，或在村之进出口处，以便村民可以看到。其次是看

榜。在看榜时，一般的群众对看榜没有兴趣，相反认为这是耽搁他们的时间。此时，工作人员利用“好人

登红榜，坏蛋分子登白榜”“红榜白榜要分清，公民资格不可看轻”等口号来激发群众看榜的兴趣；行动上

则以“斗争的实际例子”告诉群众这是动真格，教育群众重视公民权①。

总的来说，在公民登记过程中，设置不同榜单比单纯的法律裁定更加丰富而且有效。地方党组织通

过一定的宣传动员和技术手段，使得农民认识到了公民身份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做公民

的光荣上，还体现在公民的政治权利上，因为只有公民才能参加民主选举。

二、民主选举的构建

民主选举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和标志，也是检验农民参与意识的试金石。公民有了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自己的公民身份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其体现在苏中抗日根据地

乡选运动的选举阶段上，具体如下。

（一）进行竞选

竞选毕竟不是我国固有的选举形式，广大党员和群众对此既陌生又有思想包袱。有的认为，竞选是

自吹自擂，是虚伪之举；有的难为情，不敢上台发言；有些干部和群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继而缺

乏信心。地方党组织对此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对他们进行竞选意义教育，打通了部分人的思想。当

然，对于竞选，地方党组织也秉持一定的原则。当地党员干部向广大群众宣传竞选不是“玩把戏”，任何

人均有“遵守选举法，依法进行公开竞选活动”的义务，享有“发表自己的竞选演说和宣言，向人民公布自

己政见”的权利②。在候选人确定之后，地方党组织开始组织竞选。

首先是动员上层人士竞选。区干部亲自到上层人士家中去做工作，打破他们的怀疑顾虑，帮助他们

分析有利条件，以增强他们的信心。地方党组织还通过一些人脉关系或当地群众，对他们进行侧面的暗

示与鼓励。其次，上级党组织要求党支部和有组织的群众积极参加竞选，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推动各个阶

层参与其中。再次，组织候选人进行活动。候选人名单公布后，要求在各村展开热烈的讨论，发动候选

人到各村进行演讲，酝酿竞选的气氛。在防止贿选的前提下，发动各群众组织或个人可以为了拥护某候

选人，代为开展竞选活动。最后，组织全乡的竞选大会，以便形成竞选高潮③。

竞选的现场，第一是公民人数众多，甚至有人爬在树上观看；第二是场面热闹非凡，先是鞭炮声锣

鼓声齐鸣，再是掌声呼声人声沸腾，有人说“比过年还热闹”④；第三是会场庄严肃穆，充满了仪式感。

当时的报纸对此做了大量的报道。据《苏中报》记者亲自到台北县⑤沈照镇采访发回的纪实报道这样

描述：“全镇的公民代表们都整整齐齐坐在前面一排凳子上，后面和两旁都挤满了到会的公民们。候

选人依次到台上发表竞选演说。”⑥另外一位记者对东台鲁西乡竞选现场描述得更具体：决选日，下雨，

公民代表67个，选委会委员、来宾、候选人、自动参加开会的，达百余人，济济一堂。会场庄严肃穆，左

侧挂着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朱德的大像，四周悬着粉红色的幕布，迎面是一个半人高的主席台，代

①中共大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大丰党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1985年，第153页。

②兴化县委史志办编：《兴化史志资料》第5辑，第11页。

③《乡选工作初步研究》，第37页。

④罗列：《记兴化屯军乡新乡制的变化》，《滨海报》1943年11月17日。

⑤台北县于1942年8月建立，隶属于苏中第二分区，1944年10月撤销并入东台县，1945年11月，再次建立台北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因与台湾省台北县同名，故更名为大丰县。

⑥亿年：《台北沈照镇的乡选》，《苏中报》1944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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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候选人、来宾胸前佩着三种不同颜色的绸质证章，分坐在台上台下……大会的第二个节目就是继

续进行竞选演说。”①

演说分公民演说和候选人演说。公民可以发表自己的政见或对候选人的意见。候选人演说的内容

大抵是介绍自己履历，分析自己的优缺点，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等等②。另外，乡党支部发动群众在大

会上赞扬、批评和建议，从而能做到台上台下相应配合而不做作。例如东台新丰乡的竞选，正进行到异

常激烈、难分难解之时，有人登台发表意见：“×××是顽固派，不能当乡长；××是少爷派，还不懂得人

情世故，不能当乡长；×××是老爷派，不能吃苦耐劳，也不能当乡长，我们乡里只有×××才能当乡长，

除了他，再也没有人能当乡长了！”③他的一席话刚说完，农民群众报以如雷般的掌声，表达出他们热烈的

拥护，像这样声情并茂的场面感染力极强，轰动性极大。

（二）开展决选

竞选只是决选的预热，而决选是乡选的高潮，乡村“每一角落，无不因将决选而骚动”④。决选将选出

乡长与乡政府委员。然则，囿于战争状况紧急、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等实情，采用何种方法呢？地方党组

织设计了不同的投票方法进行选举，主要有投豆法、票选法、举手法、评条件法，等等。诸如此类的方法，

各有优缺点，地方党组织非常清楚，针对不同群众水平、不同选举层次合理利用。详而言之，投豆法，适

合文化水准低的农民来选举，其缺点是半记名投票，人多时间长，后面的人容易跟着前面走的人投票或

者顺着座位投下去。票选法，选举票上把候选人的名字（或号码）依其座位对照排列，选举人可在候选人

的名字上用笔圈定或烧个香洞。这个办法其优点是不识字的人也能操作，且为不记名投票。缺点是有

的文化水平低者可能弄错，在候选人背后纸上烧香洞容易把纸烧坏。举手法，简单易行，但人多时易形

成混乱及出现重复现象。

后两种方法在村、组的选举中被采用。投豆法普遍地运用于乡选决选中。“豆选”看似简单，其实学

问颇大。为了克服投豆的弊端，群众发挥了种种智慧。农村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抬头不见低头

见，众目睽睽之下投票，投谁不投谁都难免受影响。严重一点，选民还会受到候选人的打击报复。为了

避免此种弊病，村干部在豆选方式上做文章。如，1944年靖江成德乡采用豆选法，从13名候选人中选出

11名委员。在候选人就位后，由群众临时推选的监督小组成员在每位候选人的背后各放一只碗，然后

发给每一位代表11粒黄豆，宣布选举开始后，由代表们依次在自己选定的11位代表背后的碗中各丢一

粒豆子。检票组公布得票超过半数以上的候选人为当选，2位不过半数落选⑤。用“在候选人背后放碗”

的方式来保证秘密投票；每人豆数和候选人数不同，保证差额选举。再如，东台晓肇乡在投豆时，每个候

选人席位上各放置一只碗，碗上蒙上红纸，红纸上写上候选人名字，并留一小孔，小孔略大于豆粒⑥。之

所以在“碗上蒙纸”，主要是防止有人悄悄从其中一位候选人碗里拿走豆子放入其他候选人碗里；之所以

“在纸上留有小孔，小孔略大于豆粒”，主要是防止有人私自携带大把豆子，给属意的人多投，也可以防止

选民看哪个候选人豆多就“看豆下豆”的“随大流”的从众心理。为了防止作弊，类似的智慧之举还有很

多。豆的种类不一，有黄豆，有蚕豆，有绿豆；豆的颜色不一，有黄色，有绿色，有红色；豆的大小不一，投

票和计票方式不一……此外，指定或选出监票计票员负责监督领票、发票、投票、计票，全程监控，再想作

弊也就难了。

①罗列：《东台鲁西乡竞选的一幕》，《苏中报》1944年2月27日。

②侯艳兴：《嵌入乡村与控制政权：苏中抗日根据地乡选中的基层党组织》，《兰州学刊》2019年第2期。

③宋日昌：《苏中乡选经验初步总结》，《苏中报》1944年2月24日，2月27日。引文中“×”是当时文件出于保密需要，

故以此符号代替人名。

④兴化县委史志办编：《兴化史志资料》第2、3辑，内部资料，1985年，第53页。

⑤中共靖江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靖江革命斗争史：靖西片及江工委资料选》上册，内部资料，1994年，第138页。

⑥政协东台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东台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5年，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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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括之，苏中抗日根据地选举的民主性体现在：选民以一定合法、有效、有序的程序规则，公平、公

正、公开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并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这次选举实践的现场感让农民有了一次切实的民

主体验，获得了一次生动的民主教育，获取了一定的民主知识，促成了他们民主意识的生成。

三、民主意识的生成

人的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民主意识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社会和政治中对民

主和社会事务的心理反应、政治态度及评价体系。通过乡选运动这一民主实践，农民产生了民主意识，

包括主人意识、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

（一）主人意识

主人意识，即社会成员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人。在乡选运动中，主人意识首先体

现于农民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其次体现在农民对“当家作主”的认可。

中共地方领导人在酝酿乡选时反问道：“作为民主国家的真正主人公民，一向没弄清楚，还谈什么

民主呢？”①这句话不仅说出了民主国家的应有之义，而且点出了乡选运动的重要抓手。质言之，真正

的民主，无论选举或罢免，以及民主范围内人民应有的任何权利和自由，其先决条件是公民资格的确

定。基于此，在乡选运动中，当地基层干部通过口号进行宣传。简洁的口号朗朗上口，富有鼓动性而

又贴近大众，比如“民主，民主，老百姓作主”②“要不苦，老百姓做主”③。这些口号直抒胸臆，旨在唤起

老百姓要有主人意识。当地基层干部还运用标语、墙报、歌谣、戏剧及地方曲艺等方式，动员、启蒙、唤

醒群众。

如同上述，地方党组织首先强调的是公民身份之光荣性，并且从法律保障、公民登记、公民审查等

方面进一步动员公民政治参与，使得根据地农民认识到了“做公民”的重要性，且在实际的政治运动

中，农民确实体验到了公民身份对自身的意义。逐渐地，根据地农民产生了公民身份认同的民主意

识，这种民主意识通过言行表现出来。在乡党支部的组织与宣传下，农民积极前往指定地点登记。例

如，台北垦区在进行公民登记时连妇女小孩都争前恐后自动地到登记处登记④。东台姜盈乡有一老百

姓为争取做公民，特从海门赶回家来⑤。公民登记之后，农民看榜之时，纷纷以上红榜为荣，白榜为耻。

台北垦区朝荣乡的农民黄云程发现自己不在红榜上，为此“竟哭了一日一夜”，直到恢复后才宽心吃

饭⑥。兴化张家墩子的张三发现自己不在红榜内，于是立即向选委会申诉：“我不过眼瞎了，怎么红榜

上没有我的名字？”⑦南通张沙乡乡民更是形象地说红绿榜是“照妖镜”⑧。凡此种种言行，足以说明根

据地农民产生了公民身份的认同。

中共的话语体系中，特别强调“人民当家作主”。饶有兴趣的是，这一话语是历史形成的。乡选运动

就是对这一话语的建构。在乡选中，中共塑造人民是根据地“当家人”⑨的形象：“长江里后浪推前浪，人

①《社论：抓紧乡选》，《苏中报》1944年2月21日。

②张爱东、徐洪权：《别开生面的柳堡乡选——苏中根据地推行民主选举的一次尝试》，《铁军》2008年第8辑。

③亿年：《台北沈照镇的乡选》，《苏中报》1944年3月1日。

④中共大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大丰党史资料》第1辑，第153页。

⑤吴诚：《民主建设在东台姜盈乡》，《苏中报》1944年3月1日。

⑥中共大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大丰党史资料》第1辑，第153页。

⑦马达：《万盈乡实行新乡制前后》，《滨海报》1943年11月17日。

⑧《乡选工作初步研究》，第31页。

⑨宝应县委党史办：《新四军在宝应历史资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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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众有力量，各乡各村开大会，一齐来，出主张，真正民主选乡长”①。这一意识形态指导着乡选运动，

乡选运动也强化这一意识形态，塑造了农民强烈的“当家作主”观念。这从他们对乡选的政治态度和评

价中可以看出。举例言之，苏中四分区有的群众在进行乡选时说：“今天也轮到我们当家了。”②宝应柳堡

乡农民普遍认为“现在是青天，老百姓做主了！”③台北万盈乡乡选后，有一个旧保长单某感慨万千，他说：

“过去什么事情乡长一人作主，现在新乡制实行，老百姓作主，大家能商量商量了。”④在家国同构的文化

中，“当家”“作主”的意思是老百姓不仅仅是一家之主，而且是“一地之主”，作的是民主根据地的主人；

“作主”的意思是老百姓出主意、拿主见，大家来“商量商量”，而不是一人独断，家长独裁。从农民中不同

阶级的政治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通过乡选运动，“当家作主”的观念得到农民的认可，也就是说唤

醒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

（二）平等意识

平等意识，即社会成员拥有平等地参与选举、管理、决策和监督等权利的观念。换而言之，人们不论

男女、官民、贫富，都可以参政、议政和行政，平等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去。

中共苏中地区党组织在乡选运动中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妇女的力量，把她们从家庭里剥离出来，让

她们投入到到运动中来，向她们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大家都是人，男女要平等；国家大事都要问，不问

男人和女人”⑤。通过乡选运动，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乡土社会中男女平等思想悄然而发。千百年

来，中国妇女处于社会结构的低层，社会无地位，政治无权利。但是经过乡选运动，她们有了平等意识。

台北鼎裕乡在进行村代表选举时，乡里人说：“男要闯，女不囥，男女选举都一样。”⑥宝应柳堡乡有个妇

女说：“办了新乡制，我们男女平权，男人不准压迫妇道，妇女也能当乡长村长了。”⑦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如

此，乡选运动中妇女有了公民权，有了参政权，有的被选为代表，甚至被选为乡政府委员和乡长。例如，

泰县某乡妇女积极参加乡选，10余名妇女当选为公民代表⑧；台北县2个乡的乡选中，都有妇女参加竞选

活动。朝荣乡9个委员中有1个女委员范明珠，以38票荣获第三名当选⑨。兴化县屯军乡的民选乡长是

一位妇女，叫殷巧珍。江都县黄思乡也有一个童养媳出身的乡妇抗会长虞兰英被选为乡长⑩。对于妇女

来说，乡选意味着赋予她们以社会尊严，改变她们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和命运。反之，又进一步强化了

她们的平等意识。

通过乡选运动，农民也产生了一定的官民平等意识。其实，农民自古以来有着“等贵贱”“均贫富”的

渴望，对因贵贱和贫富而导致的办事不公深恶痛绝。中共在乡选中宣传的公平理念在农民心中激起了

强烈的思想共鸣。工作人员调查发现，台北垦区农民对旧政权的不满意是“相当根深的”，当地农村支部

一经倡导乡选，农民如饥似渴，要求是“相当高的”，基本群众都希望“选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乡长”􀃊􀁉􀁓。“选

①夏候魁：《乡选运动小调》，《苏中报》1944年2月21日。

②《乡选工作初步研究》，第10页。

③宝应县委党史办：《新四军在宝应历史资料汇编》，第74页。

④马达：《万盈乡实行新乡制前后》，《滨海报》1943年11月17日。

⑤《乡选工作初步研究》，第13页。

⑥中共大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大丰党史资料》第1辑，第154页。

⑦《宝应柳堡乡办乡选》，《苏中报》1944年8月26日。

⑧中共扬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苏中二分区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苏中二分区革命文献》，内部资料，1983年，

第154页。

⑨中共大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大丰党史资料》第1辑，第161页。

⑩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8页。

􀃊􀁉􀁓中共大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大丰党史资料》第1辑，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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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乡长，做事要公平”①“要公平，官出于民”②，可以说，这些话语道出了农民心中长久被压抑的心

声。然则，只有经过乡选运动的洗礼，农民理解才更深刻，才能实现心中诉求。此外，在乡选中，中共还

不断向农民灌输公民有罢免权的思想，这在旧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农民听后，惊喜道：“做了公民可

以伸腰了，公民还有罢免权嘞。”③在农民看来，以前在旧政权官员面前腰杆子是弯的，而今，腰杆子变直

了，干部如果犯了错，自己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伸腰”亦不妨引申为农民通过行使自己的罢免权力可

以伸张公平正义了。可见，农民叙说的背后反映的是其官民平等意识的加强，官和民都可以平等地参与

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乡选之后，有的地方的农民还真动用了罢免权。兴化董家庄一主任代表因敌人

“扫荡”风声吃紧而想向敌妥协，遭到民众的反对，罢免后重选了一个主任④。

那民选出来的“官”有没有平等意识呢？事实上，大部分干部兑现了自己要为民办实事的竞选诺言，

真心把农民群众当成自己人，为他们忙前忙后、尽心尽力，主动帮助老百姓开荒、减租、办学校、做生意

等，帮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农村出现了新气象，有的农民露出喜悦之情：“啊呀，登时抗日民主来啦，

你来日咯夜的跑，总是为的我来呀。”⑤有的农民称心如意道：“自从实行民主以后，我乡的日子过得不

丑”⑥。在农民面前，中共干部不摆架子，不耍官威，真心为民，真诚办事。农民口碑载道是中共干部拥有

干群平等意识最好的注脚。

由此可见，“官主”转向“民主”后，农民所述言论都是他们切实体会到了民主后所发出的由衷之言，

也证明了乡选运动给他们带来了平等观念。正如乡选小调所吟唱的那样，“我们今朝要平等呀，男女穷

富都平权，国家大事大家问呀，齐心合力打鬼子”⑦，小曲中的群众诉求变成了政治现实。

（三）参与意识

参与意识，即公民意识到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既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的义务。民主政治的

前提条件是：第一，为公民提供一个合法、有序、有效的参与渠道；第二，通过这个渠道进行公平、公正、公

开的参与竞争。苏中抗日根据地这两点都做到了，已见上述。这里先从竞选和决选分析农民的参与意

识，再从农民参与度和广泛性来论述农民的参与意识。

先论竞选。竞选是乡选中竞争最激烈、活动最紧张的一个阶段。地方党组织非常重视竞选的作

用。地方党组织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一定要允许各阶级、各党派公开自由发表政见，营造竞选

热烈的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大家参政的积极性，加强民主团结。事实上，不论男女、不分阶级、不

管哪一党派，只需赞成抗日、遵守民主政府法令，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政见，进行演说。比如台北沈照镇的

女候选人从容地在台上发表演讲说：“假如选到我，我一定要解除妇女痛苦，提高女权。”⑧东台鲁西乡有

个地主怕人家说他年纪大，不能工作，便把胡子剃掉，准备参加竞选⑨；东台丰盈乡有一个候选人韩继荣，

他是国民党身份，参加过国民党中央军，曾任该乡保长，也积极参与竞选⑩。从竞选的人员组成来看，不

同身份的人都可容纳，足见其开放性和民主性。还可从竞选热情来看。根据实况报道，竞选的会场布置

①兴化县委史志办编：《兴化史志资料》第2、3辑，第51页。

②亿年：《台北沈照镇的乡选》，《苏中报》1944年3月1日。

③吴诚：《民主建设在东台姜盈乡》，《苏中报》1944年3月1日。

④兴化县委史志办编：《兴化史志资料》第2、3辑，第53页。

⑤范霞：《东台晓肇乡乡政府》，《苏中报》1944年5月17日。

⑥游云：《新乡政权下的人们》，《苏中报》1944年5月27日。

⑦《乡选小调》，《江海报》1944年12月20日。

⑧亿年：《台北沈照镇的乡选》，《苏中报》1944年3月1日。

⑨《乡选工作初步研究》，第32页。

⑩陆进：《预选》，《苏中报》194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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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而又隆重，会场气氛热烈而又紧张，农民情绪激动而又理性，台上台下互动频繁，演说内容丰富多

彩。竞选使得乡选运动充满着热烈的民主情绪：“乡选不斗争便不热闹了”“民主就要斗争。”①这里的

“斗争”指的是竞选。苏中区党委乡选经验总结报告中也认为“不竞选就不算民主，就没得意思”②。

总之，苏中的竞选有组织，有程序，有内容，有互动；农民自由平等参与，公开表达政见，实现有序政治

参与；人们的民主意识得以增强，民主精神得以发扬。这是一次很有特色的竞选，以至于苏中的竞选成

为了样板，其经验供其它根据地学习和借鉴③。

再说决选，正如上述，决选最关键一环乃是投票程序。可是，如何投票呢？美国记者斯特朗认为，按

照美国或欧洲的制度，广大农村的农民是根本不可能去投票的。为选举而进行的识字测验，在西方人看

来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亚洲这样做就将有五分之四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④。也就是说，中国的草根阶层

由于文化教育程度低，没有办法投票。但是，中共有着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使得上千万的中国人通过

豆选法表达了他们政治上的选择。著名的民主人士张云川亲身观察后啧啧赞叹：“他们（中共）这种选举

方法，和可以发挥自主能力的各种事实，是给借口民众不识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实行民主者以最有力

的打击。”⑤

中共农村基层党组织赋权给农民，农民以积极参与回应。这种积极参与体现在两点。首先，农民有

拒绝贿选的意识。比如柳堡乡有个夏某某在乡选运动中，哄骗老太婆“买个棺材，买块坟地”以拉选票，

但是这个老太婆说：“你不要骗我，我死了，人也没了，你可真会买给我呢？”⑥东台姜盈乡陈家墩村潘保长

请人喝酒，贿买人心，但这些人皆选丢了⑦。这说明农民对民主选举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可以不碍情

面、不违良心、不畏强权地自由参与投票。这并非夸大之词，有位士绅说：“民主政府硬碰硬，铁面无私

的，你好，大家就选你，不好，就不选你，这是一点私弊、一丝含糊都没有的。”⑧其次，农民有慎重投票的意

识。很多代表在投票时反复思考最终才投下这庄严一豆。如皋老虎乡有一位白发组长，因为天黑看不

清楚，再三问清他要选举的人在哪里，才把豆丢下碗去。”⑨苏中三分区某乡有一个女代表，是位老人，她

在投票时，把每个候选人的脸都认清楚后，才投票⑩。东台姜盈乡有一个代表临时又考虑了五分钟之久

加以决定􀃊􀁉􀁓。选民慎重可见一斑。

最后，农民参与意识还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乡选运动中农民参与度非常高。有统计资料显示，

1943年进行试点民选的几个乡，91%的公民都参加了乡选运动􀃊􀁉􀁔。1944年乡选运动更是轰轰烈烈。有

的地方尝试着进行了直选。如皋洋涨乡在召开乡选大会那天，赶到现场的有三千多人，占全乡公民数的

①兴化县委史志办编：《兴化史志资料》第5辑，第11页。

②宋日昌：《苏中乡选经验初步总结》，《苏中报》1944年2月24日，2月27日。

③刘少奇曾经赞扬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一直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模范，他号召各战略区向苏中抗日根据地

学习。参见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苏中解放区十年》，第100页。淮北抗日根据地在进行乡选时，就学习和借鉴

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竞选经验。参见马肃：《张墩乡实验乡选总结报告》，《政府工作》1944年第36期。

④［美］斯特朗：《斯特朗文集》第3册，朱荣根等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300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

⑥《宝应柳堡乡选中，坏蛋无法玩手段》，《苏中报》1944年9月22日。

⑦吴诚：《民主建设在东台姜盈乡》，《苏中报》1944年3月1日。

⑧宋日昌：《苏中乡选经验初步总结》，《苏中报》1944年2月24日，2月27日。

⑨《如皋“老虎乡”成立新政府》，《苏中报》1944年6月16日。

⑩汤克成：《在乡选大会上的速写》，《江潮报》，1943年12月7日。

􀃊􀁉􀁓吴诚：《民主建设在东台姜盈乡》，《苏中报》1944年3月1日。

􀃊􀁉􀁔宋日昌：《苏中乡选经验初步总结》，《苏中报》1944年2月24日，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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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三①。时任如皋县长的梁灵光后来回忆此次乡选有3000多选民直接参加了选举，占选民总数的

75%②。详细的数据如台北祥丰乡，该乡人数为4138人，男公民1245人，女公民1170人，共有公民2415

人，非公民1723人，被剥夺公权者19人③。参选公民达到了全人口数的58%，除去被剥夺公民权者，只要

有公民权，都参与了乡选。

第二，农民参政具有广泛性。此次乡选运动做到了毛泽东1940年就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给党内

指示所说的“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④。我们可以从苏中四分区三县四个乡对乡政

府委员、各部门委员和村组代表的统计中窥见一斑：工人4人，占0.9%；贫农175人，占38.6%；中农207

人，占45.6%；富农41人，占9%；商人3人，占0.7%；自由职业者1人，占0.2%；地主23人，占5%。其中共

产党员168人，占37%，进步分子220人，占48.4%，中间分子66人，占14.6%⑤。我们再从兴化县万成乡、

屯军乡和叶孙乡选出的乡政府委员社会构成来看。乡政府委员共23人，有雇工、贫农、中农、富农、地

主、商人和教师等阶层组成。政治结构上，共产党员11人，占47.8%；进步分子6人，占26.1%；中间分子6

人，占26.1%⑥。从选举结果可以看出，选举出的代表几乎涵盖了乡村社会的各个阶层，且大致符合中共

制订的“三三制”政策。

综归起来，乡选运动中以及运动后，农民对中共主导的乡选有着很多的政治反应，并且他们积极进

行政治参与。通过这些政治态度、政治评价、政治心理和政治行动，我们可以看出根据地农民产生了一

定的民主意识。

结 语

民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是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抗日救国会领袖邹韬奋

亲自观察苏中东台许墩乡乡选之后，无比感慨地说，农民群众能投票选举乡长，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

能做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还说，自己过去从事的民主运动，与此

相比只是隔靴搔痒，如今在抗日根据地才亲眼见到真正的民主政治⑦。甚至离开苏中后，邹韬奋在斗龙

港驻地曾对教育家戴伯韬表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最理想的地方。他所憧憬着的民主自由，在

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⑧。邹韬奋作为一位为近代中国民主奋斗一生的民主斗士，他的观

察和言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日方的调查资料亦可以佐证根据地农村的民主渐渐而进。1941年5

月，日本兴亚院华中调查人员发现中共在部分农村已经开始民选乡保长，改造基层政权⑨。1942年8月，

同一机构的调查员梶野朖获取了中共将要在乡村废除保甲制，实行新乡制，成立新的乡政府组织的情

报，并且承认中共“改善民主的热情使民众受到感动”，取得了民众的支持⑩。1944年5月，日军在其“清

①如皋县委洋涨调研组：《洋涨工作发展过程》，此件存如皋县档案馆。转引自中共如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编：《如东人民革命斗争史史料汇编》，内部资料，1984年，第162页。

②梁灵光：《梁灵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③中共大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大丰党史资料》第1辑，第158页。

④《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3页。

⑤《乡选工作初步研究》，第51页。

⑥兴化县委史志办编：《兴化史志资料》第5辑，第16-18页。

⑦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第113页。

⑧胡秋耐：《韬奋的流亡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28页。

⑨［日］興亞院華中联络部：《解散迄ノ新四軍》，东京芳文閣，1984年，第105页。

⑩［日］《蘇北に於ける新４軍の情況》，1942年11月11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385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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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报告书中坦承其清乡失败在于中共“尽最大力量于末端之组织”①这一末端组织包括了通过乡选而成

立的民主乡政府。可以说，不同种类的史料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地方性民主实践中所持续付诸的努力。

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不但是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而且是一场生动的民主教育。当时有识之士

曾指出，实行民主是学习民主的最好办法②。中共领导人也深深认为选举过程是“最生动、最具体的民主

教育机会”③。苏中抗日根据地通过乡选这种具有现场感和仪式感的民主运动，让农民直接体验民主，接

受民主启蒙，获得民主知识，激发民主参与，展现民主风貌，最终形塑民主意识。正如恩格斯所揭示，外

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称为“理想

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④。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运动，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变

成了民主意识这一“理想的意图”；然后，民主意识又促使农民自觉实践这一“理想的力量”。一言以蔽

之，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实践所带来的民主意识对缺乏现代政治观念的农民来说深刻而又难忘，影响

至深且巨。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苏中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乡选运动，并非选举主义，为选举而选举，而是

“行动的民主主义”⑤，其让农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什么是民主，如何实现民主，实现什么样的民主，最终

形成并强化了农民的民主意识，使他们深深地烙上了民主印记。进一步而言，乡选运动不仅仅是一种乡

村治理模式，还是改变农民政治思维方式、形塑农民政治价值观和打造农民现代政治文明内在灵魂的一

种重要手段。尤有甚者，这种革命式的基层民主运动，使得农民在政治心理上有了强烈的归属感，使得

农民对中共革命有了高度的政治认同，继而使得农民越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保证他们成为根据

地社会的真正当家人。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中央档案馆等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1995 年，第710页。

②《乡村选举与民主》，《现代农民》1946年第1期。

③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22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4页。

⑤《整风文献》第3版，胶东新华书店，1948年，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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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许多合作社办得较好，增产效果明显，农民也从中获益。1955年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

由于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步子过快等弊端，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愿两利”的原则，虽然在较短的

时间内完成了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但集体化时期20余年的实践证明，农业生产发展并不好，至改革开

放前广大农民仍处于温饱不足的状态。

在面临新的制度变革时，理性的小农总是在算计他是否能从这一新的制度中获取收益，能获取多大

的收益。同时，小农的经济行为亦会影响制度的实施效果，当他能感受到制度的变革确能增加其收益时

自然就会积极拥护这一政策，反之，则会采用各种手段逃避这一政策。只有从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出

发，遵循“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切实有获得感，人民政府所推行

的政策才能真正得到他们的拥护。

（责任编辑：李良木，胡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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